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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残疾人事业

残疾人的社会救养与抚恤

古代社会，残疾人的社会救
养主要是由家庭和家族来负责，
国家主要采取蠲免、养恤（对战
争中有功者和在战争中致残者
予以奖励和抚恤）等手段来保护
和照顾这一特殊群体，并不承担
主要责任。 真正将残疾人事业视
为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的义务
并将这一问题上升到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层面，始于近代。 实
际上，早在晚清时期，在外来传
教士和洋务运动的双重影响下，
社会慈善和社会救助就已经开
始向近现代转型，由传统的善堂
会所和临时赈济为主体的残疾
人社会救养逐渐转为临时赈济
与新型救养机构相结合。 比如光
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外城厅申报
民政部立案的《外城初级教养工
厂章程》和《外城中级教养工厂
章程》 都有对残疾人的特殊规
定，证明残疾人的机构救养模式
已经开始实施。

除了到民国初期，承担残疾
人救养传统的家庭和逐渐走向
瓦解的同业工会之外，西方传教
士的慈善组织、本土实业家举办
的慈善机构以及官办的救济院，
实际上或多或少都在承担着对
残疾人的救助。 但与传统残疾人
救养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救养
理念开始发生变化：第一是国家
责任逐渐明确。 尽管在社会立法
上并没有突出这一点，但官办机
构中增设“残废”部分来集中管
理残疾人事务是确定无疑的，并
且也吸收了类似于“伊丽莎白济
贫法”和“爱尔伯福制”的一些先
进理念，比如“不养懒人”。 在《郑
州市贫民残废救济所章程》
（1928 年） 中明确指出：“本所以
救济郑州市区内无力为生之乞
丐及残废勿令叫化乞讨并授以
相当之技能俾得自谋生活为宗
旨。 ”并且特别强调：“市内警察
查见有家可归或具有生活能力
之游民应勒令改业并自谋生活。
其家非甚贫故意在街过化藉为
一种生意者，及向善堂注册恤给
钱米仍出乞讨者应一并严行禁
止不得收容。 ”可见这一阶段的
残疾人救养主要和预防城市流
民行乞的目的有关，因此主要由
公安局承办，类似于“收容所”。

第二个特点就是由“救养”向
“救养教”转变，甚至带有一定的
心理康复的功能。这一点在《江苏
省会残废所组织章程》（1930 年）
中体现的就比较突出了。与《郑州
市贫民残废救济所章程》 中体现

明显的“预防流民行乞” 目的不
同，《江苏省会残废所组织章程》
中明确指出：“省会范围内， 无人
抚养之残废者，不论男女老幼，应
由本所收养之……”此外，还针对
残疾状况进行了简单分类：“本所
收养之残废者，暂分致残、残废、
盲哑三种……”尤为重要的是，与
郑州的教养工厂模式不同， 省会
残废所的残疾人救养已经开始尝
试与教育以及社会能力恢复相结
合：“本所按照残废者各个之能
力，以及性质，分别选授左列之课
程：（一） 简易手工；（二） 简易算
术；（三） 泰西音乐；（四） 中国音
乐；（五） 常识演讲；（六） 说书；
（七）词曲。 ”并且在第八条还特别
指出：“本所应特别注意残废者之
心理，给以相当之娱乐或演讲。 ”
虽然较之现代残疾人事业发展确
实失之简单， 并且略带理想化的
特点， 但这种转变的意义非常重
大。到了民国后期，尤其是抗战时
期，伤残军民增加，“行总”设置伤
残教养院， 也基本沿袭了这种救
养教一体的服务模式。

除了救养之外，残疾人的抚
恤工作也是残疾人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 首先是伤残军人的优
恤。 实际上，传统社会对伤残军
人的抚恤和保障就一直存在，但
以实物救助为主， 且覆盖面较
窄，没有持续性。 晚清以降，抚恤
制度逐渐纳入立法范畴，但真正
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优抚安置制
度，还是在民国。 1912 年 3 月，南
京临时政府发布了《陆军部规定
陆军官佐士兵恤赏表》， 对阵亡
或伤残者抚恤作出了规定。 其次
是职业工伤类抚恤。 尽管实际执
行成效和力度欠缺，但在立法层
面，民国时期开创了职业伤残抚
恤的制度建设。 另一类伤残抚恤
就是针对公务人员。 民国时期的
公务人员伤残优恤主要集中在
文官、警察、教育系统以及邮局
系统等公共事业单位，但除邮局
系统执行尚可外，其他部门均未
能有效贯彻。

残疾人的康复、
职业重建和特殊教育

晚清以来，最早的残疾人康
复工作始自西方传教士针对中
国本土麻风病人的救治和康复
工作。 在相自成的博士论文《中
国残疾人保护法律问题历史研
究》 中曾指出：“1892 年， 帕克
（Park） 在国际麻风协会的资助
下， 在杭州设立了麻风病院，开
始收治麻风病人。 此后广州、福
建和山东等地也相继设立了麻

风病院或麻风康复中心……人
们也开始探索预防其他类别残
疾的办法， 与残疾问题开展斗
争。 ”除此之外，在一些民办的医
院和救养机构中也有类似的工
作， 但是迫于当时的社会形势，
一般残疾人的康复没有得到广
泛的重视，直到抗战开始，在伤
残军人服务中，身心复健工作才
提上日程。

民国时期，残疾人职业重建
方面的工作在前期主要集中在
教养工厂，尤其是“以工代赈”性
质的残疾人以劳动换取救济的
方式；但后期，尤其是在抗战背
景下，伤残军人的职业重建逐渐
成为这一工作领域的主题。 王安
在其《职业重建：国民政府时期
抗战伤残军人的就业———以〈残
不废月刊〉 为中心》（2013 年）一
文中指出：“抗战爆发之后，因伤
致残的荣军日益增多，荣军的就
业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有识之士纷纷主张荣军就业，自
立自养。‘伤兵之友’社、‘荣誉军
人职业协导会’和‘荣誉军人生
产事业委员会’三个团体积极开
展‘虽残不废运动’，对荣军进行
职业技能培训， 兴办工业合作
社，帮助荣军就业。 国民政府一
方面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
规以鼓励荣军就业，另一方面大
力开展荣军技能训练并发展荣
军生产事业以便集中安置荣军
就业。 ”尤其是“伤兵之友”社的
工作，据《残不废月刊》登载徐维
康《倡办伤残服务第一年》（1948
年）的文章显示，当时该社服务
覆盖面广，系统性强，并且广泛
借鉴了各国的先进经验：“伤兵
之友社总社第七届理事会决议
案中，以‘盖各国对社会伤残服
务，皆举办不遗余力，年来对假
肢安装、职业介绍、心理矫治，实
有深足进步……’” 可见这一时

期， 至少在伤残军人服务那里，
职业重建已经得到重视，成为系
统重建的一部分。

特殊教育是传统社会残疾人
事业普遍缺失的一个环节。 我国
近代意义上残疾人的特殊教育事
业来自西方传教士的工作。 同样
是在相自成的博士论文里提到：
“1874 年，英国牧师穆·威廉在北
京开办了我国第一所特殊学
校———瞽叟通文馆（即现在的北
京盲人学校）。 1887年，美国传教
士梅里斯夫妇在山东登州（现山
东蓬莱） 建立第一所聋人学
校———启瘖学馆。 随着这两所特
殊教育学校的建立， 国外的盲文
点字和聋人手语也传入我国。 此
后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或教会、
慈善组织在我国开办残疾人特殊
教育学校。 ”但实际上，即便是到
了民国后期， 特殊教育领域外国
人兴办的机构仍然很多， 国内特
教事业不仅地位低下， 而且师资
力量以及办学设备和资源都较之
正规教育相去甚远。 而且由于社
会背景所限， 当时能参加特殊教
育的对象， 基本上都是社会上层
和中层，覆盖面非常狭窄。

专业残疾人
社会工作的需要

南京政府“社会部”成立之
后，对弱势群体的专业服务开始
进入社会建设的议事日程。 在已
经完成初步知识和技能积累的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基础上，一些
专业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手法开
始进入政府设置以及本土民间
的一些组织机构的日常工作中。
在前文提到的“伤兵之友社”的
职业重建和心理矫治工作，实际
上已经带有了那个时代专业社
会工作的“社会功能重建”的特
征。 民国时期著名的社会工作者

宋思明在 1948年《社会建设》杂
志的第五期发表《伤残重建与个
案工作》一文，指出：“伤残重建
社会事业，在我国已经有了长足
的进展，个案工作在此项事业中
占据重要的地位。 我们特就工作
技巧和方法加以检讨，来献给热
心伤残服务的同道。 ”并且在文
章中提出了个案工作应用的步
骤和方法， 其中步骤包括调查、
诊断、治疗和善后处理；方法中
谈到了利用技术性及带有宗旨
的会谈方法，并且认为“每一个伤
残人有他单独的社会背景……重
建的方法和服务也因为伤残人
的社会、家庭、经济状况、伤残情
况及智能而有所差别……”这也
就意味着，个案工作在当时不仅
已经介入伤残服务中心，而且在
专业理念和技术手法方面也取
得了较大的进展。 此后，他本人
在 1949 年第 205~206 期《职业与
教育》中再次发表题为《从事伤
残重建工作所得经验》 一文，特
别指出了伤残重建工作的系统
性需求以及针对不同伤残对象
的分门别类的“个别化原则”。 尤
其在文末，宋思明认为：“著者提
醒大家一件事，就是此种工作应
先从小处着手，可按个案工作方
法， 以一个伤残人为一个单位，
按其所需予以重建使其能自立
谋生。 若往大处着眼，此种工作
确与社会安全有直接关系，英美
各国皆将伤残重建包括在社会
安全法案里面， 举凡伤残登记、
治疗、职业训练、伤残雇佣、政府
对伤残人的补助、工厂法对伤残
人的补助及雇佣的条文，都有明
文规定，不容漠视……”这种见
地， 固然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同
时也是一种专业性的反思，甚至
暗合了当今社工界对社会工作
实务“微观”和“宏观”的划分。 这
些资料都证明， 当时的社会工
作， 尤其是个案工作和机构工
作，都已经开始介入到残疾人的
社会功能重建中，残疾人社会工
作开始萌芽。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的残疾
人事业已经开始并逐步经历由
传统慈善向近现代社会福利转
型，在立法和实务方面做了一些
基础性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
的残疾人事业发展积累了经验。
但同时也不容忽视的是，受制于
当时的社会动荡和时局不稳，政
府和社会机构能力不足，在立法
和制度设计方面取得的进展并
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响应体现，残
疾人的社会救养和社会重建始
终带有暂时性和实验性的特征。

（据《中国社会工作》）

在我国的残疾人发展史研究中，有人将近代中国残疾人事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 世纪中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开始创办残疾人机构，同时政治
家、思想家也在介绍西方残疾人事业的理念及成果，批判旧传统，提出新理念；第二个阶段是民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社会精英们从国家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角度定位残疾人事业；第三个阶段是五四运动之后，残疾人的人权及国家应尽责任的理念得以推广，国人要求自主发展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促成了近代残疾
人事业的中国化、普及化。 这种划分显然把握住了中国慈善救济向近现代转型的历史线索和共性，即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残疾人社会救助，实际上和整体的中国社会
福利转型一样，其动因来自于西方，带有‘外生后发’的性质。

民国时期的广东石龙，收容院内的麻风病患者


